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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政府监管的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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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技术是推动时代进步、国家繁荣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创新的重

要环节，政府监管也随着新技术的变革而更加精准、系统与灵活。面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政府需要建立一套

判断有据、智能精准、高效协同、动态分级的监管体系，以更加快速地回应日益丰富的监管需求，更加精准地

感知、预测和矫正日益复杂的监管实践。人工智能为政府监管引入了新范式，其影响和应用渗透到政府监管的

各个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监管实际上是运用数字化改革的方式推动传统监管，使之从经验监管走向循数

监管，从线性监管走向智能监管，从分散监管走向协同监管，从模糊监管走向信用监管。这在一定意义上改变

与完善了政府传统监管的结构与模式，促使监管真正以目标达成的质量和效果为根基，对于推进政府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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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纵观人类发展历程，每一次技术的重大革新

皆会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结

构和政府职能的深刻变革。从原始部落到游牧民

族，到由农业革命所催生出的农业社会，一直到

工业革命的完成，人类迈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

业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的社会

结构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革命

中所强调的工具理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西方执

政者自觉奉行的价值理念，专业化分工成了组织

结构设计的依据，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理性

科层官僚制”逐渐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

自然科学取得了新进展，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被

广泛推广，促进了工业生产趋向标准化和规模

化，同时，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更为庞杂，科层

组织的专业性、规范性和技术性在公共管理运动 

分权化、市场化、弹性化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强。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空

间技术等多领域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主要标志，

这场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

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全新的社会生产

方式和服务型经济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

政府的传统治理走向信息化。在前三次工业革命

的长期积累和孕育下，以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

兴科技加速了融合与聚变创新，人类社会正在日

益逼近新一轮变革的临界点[1]，踏进了强调“数

字化”“智能化”“协同化”“痕迹化”的工业

4.0 时代。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虚

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渗透到政

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智能化技术与政

府治理场景的深度融合，现代政府的管理职能也

随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为政府和市场与各社会

主体间关系的不断演变与重组[2]。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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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

府尝试通过机构重组、职能转变和流程创新等途

径提高自身的监管能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

后，各级政府一方面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

加大自身的行政审批改革力度；另一方面更加强

调对事中事后监管，要求各流程逐步采用新技术

开展数字监管。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

战略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

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已然成为驱动政府

治理实现智慧化的重要力量。 

在此宏观背景下，学术界主要从两个维度对

技术治理展开研究：一是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于政

府的现代化治理进程中，二是如何对人工智能本

身进行治理。本文从第一种研究视角着手，探讨

如何借助兼具智性与人性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化

解政府监管部门有限的监管能力与日益繁重的

监管任务之间的矛盾，建构起政府治理的新思路

和新模式，实现从经验监管走向循数监管、从线

性监管走向智能监管、从分散监管走向协同监

管、从模糊监管走向信用监管的实践转向。 

技术变迁引发了国家或政府治理模式的变

革[3]。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了“物理—社会—信息”

三元素，促成物理空间、现实社会与网络虚拟空

间的嵌合。政府通过吸纳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对传统政府监管的信息系统进行重构、对政府监

管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并优化了政府监管的技

术路径，进而提升了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效能。本

文依据系统论、协同论、过程论的相关观点，按

照“技术变革—时代变迁—治理回应”的逻辑理

路，依托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精准算法等方式，

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正在崛起的全新生

产要素和治理手段，是如何通过优化政府监管信

息流动的逻辑与路径，改变以政府为单一监管主

体、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方式的传统监管模式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管数据碎片化、信息传

递通道堵塞、政府信息追溯力弱、危机预警滞后

等问题，驱动政府监管走向循数化、智能化、协

同化和信用数字化，最终将打造一个无缝隙、无

断点、全景式、全链条的监管格局。 

“循数化”，是指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动态

的感知功能、强大的数据筛选和深度的机器学习

优势，形成规范统一及动态交互的监管数据库，

为监管主体提供客观科学的分析依据：“智能化”，

是指具备科技感应和智能集成的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弥补人类理性的不足，促使政府逐渐演化为

人机融合的泛政务智慧监管体；“协同化”，是指

政府基于语义技术、机器学习算法技术，建立起

监管数据层和主体层的耦合协作关系，畅通监管

主体自主传递与反馈信息的渠道，避免信息断层，

从而形成监管主体的集体行动；“信用数字化”，

是指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夯实信用基础设施，破解

信任甄别机制不完善的难题，形成“关口前移、

源头治理、精准描摹、分级管控、智能预警”的

现代化信用监管体系。鉴于此，本文将从人工智

能技术赋能政府监管转向循数监管、智能监管、

协同监管和信用监管四个向度，来分析技术是如

何对传统监管进行智慧重构。虽然人工智能的潜

力巨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作为一种治理技术，

本身是价值中立且客观的。但是，政府监管是一

个饱含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的行为[4]，因而将人

工智能运用于政府监管实践必须要遵循政治正

义的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地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引

致的权力滥用行为和权益侵害风险，促进政府实

现“善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监管体系

的步伐。 
 

二、从经验监管走向循数监管 
 

自 21 世纪以来，技术的迭代升级日新月异，

推动社会进行更为深刻和系统的变革，技术社会

形态逐渐从“信息社会”过渡到“数字社会”[5]。

信息文本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可视化资源，其数

量多少、精准度的强弱和质量的高低都会直接影

响政府监管的效度和信度。因此，数据作为信息

经过数字化分析进阶而得的资产，在数字化社会

条件下不仅具备了技术价值属性，其社会价值属

性更是得到空前释放。由人的社会行为、财、物

所产生的大量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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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构化数据，成为政府客观评价主体信用状况

的重要依据，但这些数据通常呈碎片化分布且内

涵空泛。传统政府监管若要获取和处理此类数

据，需要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加之

缺乏统一的数据监测、更新与存储路径，在监管

过程中容易出现认知偏差，削弱了监管的靶向性

和精准性。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

问题，它以数据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借助完善

的硬件设备和高速的运算能力，充分解读多元化

的数据内涵，对零散的数据集约管理，挖掘出其

中的关联性，进而判断监管对象的行为轨迹与规

律。简言之，人工智能技术能驱动政府监管将社

会事实的各种联系转化为数据信息的关联和运

算，从而实现对社会事实信息的语义描述与数据

操作[6]。 

人类迈入网络社会以来就致力于打造一个

万物互联和网状型的动态社会，纷繁复杂的数据

主体纷纷突破原有的物理空间限制，通过“信息

高速公路”组成一个个“网络社区”，包裹住在

其中生活和生产的社会主体。大数据具有量大

(volume)、高速(velocity)、多样(variety)、有用

(value)、精确(veracity)的“5V”特征，若要从体

量庞大、种类繁多和实时生成的数据堆中挖掘、

提取、分析和预测监管对象的行为规律和特点，

就不能依靠人工采集数据的方式或者传统的数

据统计系统，而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大数

据的收集、运算和分析，这样政府才能更为清晰

准确地勾勒出监管对象的生存样态和运行样态，

帮助监管者全面了解监管对象，从而推进政府监

管走向“末端化”和“微粒化”。例如在海事监

管领域，为助力海洋强国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

施，中国海事系统基于“陆海空天”感知设备，

通过智能船舶监管手段加强水上交通安全动态

和静态数据的捕获力度和敏捷度，实现交通运输

信息化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 

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最

重要的基础是计算性能的提高、大数据以及深度

学习的算法[7]。根据“数据—信息—知识—智慧”

(DIKW)的进路分析，数字化社会为人工智能提供

了结构多样且内涵丰富的数据，集成化的智能数

据处理系统建立在先进的运算能力基础上，借助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自主建模

等技术，挖掘出繁杂数据间隐含的相关关系，并

作详细的数量化和可视化分析，使数据经提炼转

化为信息。信息到知识的升级不是机器自觉使

然，而是人类对信息再加工的增值过程，是对过

去和现有信息的萃取与升华。智慧则是人类借助

人工智能技术将已有的知识作最大程度地完善

与拓展，进而赋予人类研判未来的能力。在大数

据和计算力皆完备的情况下，深度学习可以进行

大量数据训练，以便在新的数据输入后产生最优

输出，即作出最好的预测或决策[8]。由此可见，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社会信息的产量和更

新迭代速度将剧增，这加剧了政府监管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也冲击着过去政府所依赖的数据采

集、数据分析和数据应用机制。因此，人工智能

技术驱动政府监管转向循数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其一，在循数采集阶段，由“经验决策”转

向“数据决策”，提升了政府监管的精准性。过

去，小数据时代盛行“刻板画像式”的监管思想，

政府采用低阶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来刻画监

管对象，容易“直接将群体特征强加于个人”[9]，

影响监管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如今，人工智能基

于全域数据和算法，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

理、图像识别等技术，使微粒人的差异性因技术

介入愈发彰显，更能推动监管部门细微识别、精

准分析监管对象，极大程度地避免人的自利性和

情感偏好。此外，数据提供者能在循数采集时直

接对话相关智能系统，“人—机”数据供应链大

大减少了信息被扭曲的机会，提高了数据的客观

性和真实性。 

其二，在循数分析阶段，由“碎片化数据”

转向“整体性数据”，提升了政府监管的系统性。

由于监管数据体量大、范围广、更新率快，传统

监管方式难以在数据分析的幅度和深度上突破

技术瓶颈，所以监管双方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和侥

幸心理。然而，人工智能通过机器的存储系统将

海量数据进行全面储存，确保数据无一遗漏，有

利于后期更完整地对数据进行记忆回溯和关联

性分析。此外，智能技术通过对所识别的监管行

为进行数据化编码、加工、运算等，生成监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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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象、过程及结果的清晰图示，为监管者提

供尽可能完备的监管方案。同时，人工智能视每

个行为主体为智能信息采集网络的独立节点，支

持行为主体实时上传数据至智能信息采集中心，

从多维角度挖掘监管对象的行为特点与规律，并

进行交叉验证，使政府监管始终立足于对最新信

息的掌握。 

其三，在循数应用阶段，由“千篇一律”转

向“靶向发力”，提升了政府监管的灵活性。由

于传统数据分析囿于技术水平，对以简单数字或

文字为表达形式的数据分析得不够鞭辟入里，监

管者难以精准获知所需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基于

动态感知、高速传输和深度学习，采用精细、生

动的话语对政府监管的样态进行描述。同时，通

过内部决策与外部态势感知的双向交互智能系

统，政府监管政策的实施情况能实时反馈至决策

层，再结合影响政府内、外部监管的相关因素，

采用特定的计算法则，以量化的形式对各监管领

域做出精准评估。 

 

三、从线性监管走向智能监管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政府监管从电子

政务时代迈入数字政务时代，内容丰富、结构各

异的数据在此阶段快速生成与累积，为机器学习

提供了丰厚的数据资源，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和

算法也得到空前发展。有学者将人工智能发展阶

段划分为弱人工智能阶段、强人工智能阶段、超

人工智能三个阶段[10]。虽然，目前中国还处于弱

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的交织期，但作为数字革

命的高阶产物，人工智能技术的输入不断驱动公

共服务创新与发展，持续丰富着公共管理系统的

“工具箱”[11]。政府可以通过智能联网系统挖掘

和分析海量数据，在借助人工智能高度感知计算

数据相关性规律的基础上，完善智能化管理决策

系统，实现对政府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

领域的精细化监管，由此进一步打破传统政府监

管的物理区隔，全面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增

强资源整合与资源供给能力。 

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新技术不断塑

造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样式。政府监管作为社会系

统中的重要一环，新技术的嵌入无疑为监管模式

的革新夯实了技术基础。在政府监管 1.0 时代，

政府监管主要“以政府为中心”。政府监管具有

鲜明的职能或权限边界意识，倚重“人海战术”

来发现和识别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

长，公共事项日益复杂，违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

政府监管陷入“有心无力”的尴尬境地。在政府

监管 2.0 时代，政府监管主要“以国民为中心”。

监管部门主要借助政府网站、办公自动化系统和

信息化应用系统，将政府监管的流程、体系、信

息与公众互动融于一体。然而，这些门户网站存

在搜索不精准、操作不便捷、信息分散化的弊端，

导致不同层级的政府监管部门在数据传递与共

享时也受到阻碍。在政府监管 3.0 时代，政府监

管“以个人为中心”。政府通过运用带有自主性、

交互性、开放性等特征的人工智能技术，最大限

度地克服因信息不对称引致的监管缺位和错位，

政府监管由此实现从人工到智能、现场到远程、

滞后到实时、粗放到精准、分散到协同的转变。

可见，传统信息技术日渐式微，政府监管在人工

智能技术的介入下从线性“链接”样态转为由智

能“互嵌”样态。 

政府智能监管是以大数据为基石、以算法为

核心、以监管信息化为关键，综合运用云计算、

物联网和 5G 等智能化技术，以实现监管信息高

度共享、监管效果深度辐射的智能化风险预警与

管控。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互关联，拓

展了传统意义上描述的“长、宽、高”三维空间

结构，构建了虚实互嵌的“智能监管体”，从而

将政府的“感官”延伸至各监管领域并贯穿监管

的全过程，使政府监管达到“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的效果。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其三大核心

要素—— 数据、计算能力、算法的不断成熟密切

相关。其中，数据为人工智能技术奠定了基础，

相关数据流的体量对人工智能精准度的把控至

关重要；快速高效的计算机硬件处理能力大幅提

升了数据分析的效率，减少了数据储存的空间与

成本；算法模型通过自主学习，优化了传统机器

学习处理信息的方式，便于提取数据的深层含

义，并可以将不同监管领域的信息进行交叉共

享。这三大核心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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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一种兼具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新技术形

态。因此，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政府监管转向智能

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分析自主化。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等多重手段的协助下，人工智能展露出自主识

别、自主学习、自我反思和自我优化的独有特征，

并通过模拟人的意识和思维，形成自主分析的智

能监管系统，即使是在与历史数据不同的新情境

下也能对监管对象进行科学的研判。 

第二，交互协同化。虽然目前人工智能未完

全具备人类主体意识，但已从过去追求智能机器

逐步升级为追求高水平的“人—机、脑—机”相

互协同。自然语言处理和定制的机器学习技术在

运用语言学知识、大数据、知识图谱的基础上，

使监管对象的所言所行具备机器可读性，进而生

成人类可视和可读的语言形式，便于政府监管系

统自动阅读与分析。 

第三，跨媒体感知。监管信息的呈现与传递

已不再局限于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单一媒

介，而是表现为不同媒体的相互融合。人工智能

通过听觉和语言感知、机器学习和语言计算等理

论和方法，建立跨媒体知识图谱，把形式各异的

监管数据转换为由政府监管的、统一语义的表达

形式。 

第四，“数据+算法”的智能融合。算法分

析可以从海量数据集中识别和挖掘出不同类型

数据之间的关系与模式，并能快速匹配使用者的

偏好与需求，为政府进行监管提供依据。在机器

学习技术的帮助下，政府监管从以前基于人力的

“人找信息”模式转变为基于自动化运算的“信

息找人”模式[12]。这样既优化了政府监管的资源

投入，又能避免政府因有限理性做出模糊决策。 

 

四、从分散监管走向协同监管 
 

在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上，约翰·麦卡锡

等科学家率先讨论用机器来模仿人类学习以及

其他方面的智能，计算机信息科学领域由此开始

了新的算法化技术革命。但因缺乏成熟的技术条

件和政策环境，技术的“人—机”耦合度低，技

术的应用场景较为单一，其溢出效应也不明显。

为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转型要求，人工

智能技术充分发挥其高流动性和强渗透性的特

点，深度嵌入医疗、金融、警务、教育、交通等

行业，在多主体协作和新技术融合运用等条件下

创造了更新的“AI+服务体系”“AI+产业体系”

和“AI+价值体系”。与此类似，人工智能驱动

下的政府监管既是新技术融合的必然产物，也是

多主体协作的必然要求。显然，人工智能的“人

—机”耦合必然要求“机—机”协调和“人—人”

协作，必然需要元数据在投入使用时达到准确

性、相关性和完整性的协同，也必然需要政府、

市场、社会、公民之间平等有序地进行部门协同

和社会协同，激发系统整体大于部分要素之和的

效应。 

健全政府监管协同机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当前中国虽然已经具备监管信息共享和监

管业务协同的硬件条件，但由于长期推崇“政府

监管”范式[13]，政府协同监管的文化环境尚未形

成，监管信息共享机制还未明确，这使政府与不

同主体间的协同作用发挥有限。长期以来，等级

分明的纵向层级制延缓了监管信息的传递，分工

明确的横向职能制割裂了监管信息共享的渠道，

很容易导致“数据烟囱”和“信息壁垒”的产生，

进而导致政府监管陷入“地盘病”和“九龙治水”

的困局。从食品安全行业的监管情况来看，“三

聚氰胺事件”和“瘦肉精事件”就已拉响“九龙

治水”式监管的“警报”。产生两起事件的源头

是食品生产企业在原材料筛选环节上出现纰漏，

农户供应的牛奶、猪肉既可以供给企业也可以直

接流入市场，不同的流通方式又由不同的监管部

门分别负责，这些职能部门一事一议，导致食品

监管存在“灰色地带”，一旦发生安全隐患，各

部门就会以“没有违背法律法规的原则规定”为

说辞，互相推诿扯皮。 

协作是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14]。协同理论认

为，任何复杂系统在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

聚集状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各子系统之间的不

同要素就会凝聚一起并以非线性方式相互影响，

进而产生极大的协同作用[15]。在新公共管理运动

的影响下，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实力开始趋于平

衡。克罗齐埃曾从信息传播角度阐释权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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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主体行动的不可预见性，取决于主体是否

能控制与目标实现相关的不确定因素[16]。即谁掌

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权力。在人工智能时代，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知识分享的图式，进

而瓦解了社会治理固有权力格局的基础[17]。这意

味着若要实现政府精确监管和高效监管的目标，

就必须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政府监管转向

协同化的路径，即从数据和主体两个方面入手，

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全方位监管联合体，助力

“监管协商”和“数字民主”的形成。 

第一，元数据协同。作为呈现数据初始样态

的元数据，其内容和形式都会影响政府使用数据

进行监管的效果。因此，为解决不同元数据标准

之间的语义差异问题[18]，需要加快元数据协同。 

但在现阶段，有关政府监管的元数据还未形成统

一的标准规范，数据使用者在对同一类元数据下

定义和归集时容易产生理解偏差，这在无形中又

扩大了监管部门间的“数字鸿沟”。人工智能首

先通过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技术，搭建初级元

数据词库，筑牢各类有价值的结构化、半结构化

以及非结构化数据的“蓄水池”；其次，依据元

数据质量规定，通过感知设备剔除带有杂质和重

复出现的数据，便于后期监管部门对数据的索引

与调用；最后，在数据储存和数据追踪的过程中，

借助自动化手段高效采集监管对象的公共数据

和在线行为数据，再经语义筛选出同类型的元数

据进行整合。 

第二，科层制协同。一是纵向层级制协同。

每一个权力下放的科层组织都有可能违背偏好

传递性原则或者帕累托最优原则[19]，造成中央和

地方协同监管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因

难以确切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中央政府做出的

决策有可能带有片面性；地方政府也会因未能及

时接收中央发布的信息，使监管滞后。人工智能

技术有助于信息公开化，疏通监管信息传递的通

道，有效减少信息在纵向层级流通时产生的损

耗。二是横向职能制协同。由于缺少有效的权责

分担框架，政府各部门在监管时常常会出现责任

推脱、责任重叠或责任转移的现象。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根据具体的监管场景和监管目标，构建清

晰的权责清单，明确不同部门在不同阶段的具体

职责，并根据实践中留下的数据痕迹进行追溯和

分析，所得的反馈结果可作为后续优化权责清单

的重要参考。 

第三，政社协同。人工智能通过关键词提取

与分类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分析社会组织的

性质、组织架构、过往信用情况和协同经历等情

况，再将具体的监管内容和监管对象与不同的社

会组织匹配，从而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监管的适

配度。 

第四，政企协同。新技术公司凭借掌握了海

量数据和强大算力、算法，成为政府监管的“技

术后援团”。如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手美

团打造的“政企通”平台，通过分析平台提供的

商户信息对商家进行风险评估，以供监管部门根

据风险预警迅速开展核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与

阿里巴巴签订了共建网络市场政企协作治理机

制合作备忘录，阿里巴巴在后台数据、网络技术

等方面提供支持，旨在提升平台治理规范和市场

监管工作效能。政企协同合作的前提是，政府需

要与技术型企业事先协商厘定监管规则，建立审

慎的政企关系，避免政府监管被平台及其数据

“牵着鼻子”走。 

 

五、从模糊监管走向信用监管 
 

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秩序形成的重

要基石。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

用监管体系以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完善覆盖社会

成员的信用记录和信用基础设施、建立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机制三部分为重点[20]。新古典经济学

曾假定“信息完全对称”和“零交易费用”，竞

争均衡状态下不会出现违悖信用的行为[21]。但事

实上，交易双方会因信息不对称，引发柠檬市场

效应、政治暗箱操作等一系列不可预见的行为。

随着中国社会信用监管体系的完善和政府数字

化改革的推进，在多元主体协同监管环境下，政

府不仅要健全市场信用监管的制度规则，还需要

履行培育市场主体的职责，引导内生型社会信用

秩序的生成。2019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

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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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用监管为着力点，创新监管理念、完善监管

制度和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

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

监管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实现信用监管数据可比对、过程可

追溯、问题可监测。[22]。 

人类的信用模式发展经历了农耕时代以血

缘与地缘为主的“习俗型信用模式”，工业时代

以制度为主、第三方和道德约束为辅的“契约信

用模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生产、分配、

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创新应用，人类在网络社会中

开展的各类活动皆会留下痕迹，痕迹形成证据，

证据数字化形成数据[23]，由此逐步形成了以个人

智慧足迹和信用痕迹为主的新型信用模式。一般

而言，传统的政府监管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

重事后处罚、轻事前预防。这种监管模式容易导

致政府监管失灵，原因如下： 

一是监管方式贫乏。强市场准入、弱事中事

后的政府监管形式，容易产生过高的市场准入门

槛，且不能根据监管对象的特点及时进行调整，

不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充分竞争。 

二是监管权缺乏监督。在高度科层化且缺乏

外部监督的监管体系中，监管者易与监管对象形

成“熟人社会”关系，在长期博弈的过程中易发

生激励共容的合谋现象，降低监管者识别风险的

可能性。此外，也容易导致监管者自肥，权力寻

租的问题出现。 

三是监管功能不完整。单向度封闭的监管体

系会导致“放”“管”偏废，监管者难以科学判

断“放”与“管”的边界及程度，不利于其敏锐

地捕捉潜在的信用风险。显然，信用监管之所以

能成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政府治理的重要场域，

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政府

监管的漏洞，提高政府监管的精准性和可追溯

性，从而增强政府预判与处置信用风险的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的作用通过人工智

能分析得到更深刻地发挥，因此政府监管部门既

要保证数据的真实可信和全面连贯，也要构建以

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信用监管体系，对市场主体的

信用状况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动态评估和风

险预警。同时，要转变监管理念，强调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程监管，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和监管问责

力度。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政府监管转向信用数字

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事前信用监管环节，一改过去对监

管对象“一刀切”的规定，放宽准入门槛，建立

以信任为基础的“触发式监管”，通过建立智能

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和设定监管红线，增强政府

监管的前期预警能力。此外，政府监管部门基于

“双随机”为核心的统一监管信息数据库，运用

交互式算法检测等技术深度规整监管对象在各

式各样活动场景下的碎片化信用信息，进而对其

开展安全且精准的信用脸谱描摹，大大节约了事

前监管的成本。例如，黄冈市市场监管局借助“药

品智慧监管”平台，迅速将药品零售店所涉及的

多点触发数据反馈至辖区的食药监部门，一旦发

现药店有违规行为就立刻查处。 

第二，在事中信用监管环节，政府要以提高

信用评价公信力为切入点，通过引入专业机构、

网络平台、行业组织等多元主体，科学研发信用

评价指标体系和算法模型，以得出公平公正的评

价结果并推广应用[24]。此外，政府监管部门可借

助人工智能技术施行科学分类和动态分级监管，

对列入信用“灰名单”和“黑名单”的市场主体

及时发布风险预警，这样既提高了政府监管的精

细性和柔韧性，也能充分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和能动性。在广东省，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构建了

以“信用风险判定分类→风险监测预警→风险研

判处置→信用监管约束”为闭环的全链条智慧型

监管新机制，将信用风险分类与食品风险分级相

融合，实现了数据自动归集、自动判别分类、自

动监测预警、自动处置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佛

山市则在全国首创了“人工智能+双随机”监管

模式，通过强学习分辨力的分类预测机器学习模

型，用迭代决策树为基础学习器的梯度提升算

法，实现了对全库监管对象自动分类的研判与监

控，风险预测准确率高达 77.6%。 

第三，在事后信用监管环节，联合奖惩是信

用建设的“牛鼻子”。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追

踪信用奖惩措施的实施领域、运行态势、作用频

率及奖惩效果等信息，再通过提炼分析，可以较

为科学地总结出不同奖惩措施产生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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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管部门制定具有差异化和精细化的联合奖

惩方案提供参考[25]，从而有效约束市场主体负外

部性行为发生。此外，鼓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

基于信用分级机制建立市场主体的诚信档案，计

算不同主体的诚信度和失信率，依照得分高低作

区分处理，以此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如对于信用

分高的企业和个人，系统可智能识别并优先为其

审批业务。对于信用分低的市场主体，政府要灵

活应用不同层次的威慑工具，做到罚教并重。这

样不仅体现政府监管的服务性，也凸显信用监管

的全过程性。 

 

六、结语 
 

马克思指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

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6]。毫无疑问，智慧便

捷的人工智能通过回应与适应日益丰富的政府

监管实践需求，能够感知、预测、预警社会安全

运行的重大态势，及时把握监管对象的认知和心

理变化，在公正评判、充分回应、资源优化、过

程追溯等方面对政府监管现代化形成了重要支

撑。既降低了政府监管成本，也拓宽了政府监管

的实践向度，提升了政府监管的效能，对于推进

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技术是监管变革的机遇，也是监管风

险的来源[27]。人与技术也并非是一组简单线性的

关系，而是一组互依共存、无限博弈的关系[28]。

若监管者未能正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那么它将

沦为谋私权和谋私利的工具，容易造成数据垄

断、数字集权、数据失真、数据崇拜等数据异化

的悲剧，从而违背“人工智能+政府监管”的初

衷。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加强人工智能

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

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整

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

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29]需要慎

思的是，一方面，一味追求人工智能的技术红利

可能会侵犯被监管者的隐私；另一方面，受技术

主义主导的影响，政府监管走向“表面化”从而

导致被监管者走向“隐秘化”和“地下化”，最

终让监管失去效能甚至走向反面。因此，如何在

“监管向善”原则下发挥监管功效的同时，消弭

潜在忧患；如何在监管循数化的同时确保信息安

全；如何在监管智能化的同时彰显人文关怀；如

何在监管协同化的同时降低监管成本；如何在监

管信用数字化的同时降低对算法的依赖；等等，

都是需要我们辩证看待和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政府监管既要把握技术

运用的合理尺度与范畴，又要从规避帕累托陷阱

出现的意义上不断完善与创新。唯有如此，人工

智能才能科学地重建政府监管的信息系统、重塑

政府监管的智慧流程、重构政府监管的权力结

构、重置政府监管的制度制定，才能成功地实现

政府监管转向循数化、智能化、协同化和信用数

字化，才能体现“有为政府”和“有效政府”的

治理水平，从而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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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ur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the era of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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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pus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prosperity of 

the 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innovati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has been more precise, systematic and vital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Facing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establish a set of 

regulatory systems with good judgment, intelligence, precision, efficient coordination and dynamic 

classification, so as to help the government quickly respond to the increasingly rich regulatory needs, and 

more accurately perceive, predict and correct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regulatory practices.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introduced a new paradigm for government regulation, whose influence and application 

permeate all aspect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ctually,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the era of AI is a kind of 

data-based regulation, intelligent regulation,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and credit regulation. In a sense, it 

improves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and mode of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promotes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to be truly based on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he goal,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ment regulation; practical turn 

[编辑: 游玉佩] 


